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田野视线 

被淡忘的民族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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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把寄往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信投到邮筒里，

74岁的刘达成舒了一口气，他退休之前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参与拍摄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

了。”他说。 

  在写给4个部门的信函中，刘达成和曾经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老同志以及几位新一代影视人类学专家呼

吁：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由有关部门牵头，思考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这批影片的特有作用。这位古

稀老人，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埋藏了40年的愿望：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这批民族志电影，让它们真正发挥其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50年前的民族志电影 

  “年青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50年前的那批民族志电影了。”7月16日，当年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杨毓骧、徐志远、刘达成齐聚在

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基地，感叹地说。50年前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开始拍摄时，他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逾古稀了。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奴

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等，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的活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

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一年以后，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要用电影的

方式把各民族原来的面貌拍摄记录下来，为制定民族政策作参考。”原云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94岁高龄的谭碧波老人回忆。 

  在刘达成保留的1958年文化部的批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仅对研究人类社

会生活发展史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生激剧的变化，如不及时拍摄，即准散失，很难补救。”文化部同

意立即摄制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 

  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分别是

《佤族》、《景颇族》和《独龙族》，这几个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

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组成《佤族》、《凉山彝族》、《黎族》3个摄制组分赴云南西盟佤山、四川大凉山、海南五指山拍摄。从

1957年到1966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这些影片是：《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

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

伦春族》、《大瑶山瑶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除了小规模放映以外，这批电影基本没有公开放映过。” 现为云南曲靖师专教授的徐志远回忆道。作为参与拍摄人之一，他也

是直到1969年才完整地看过《佤族》、《苦聪人》等电影。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拥有电影副本。目前，这批电影完整地保

存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里。 

  两年拍了一部90分钟的片子 

  “当时的拍摄分为两步走，因为重点是要反映那些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面貌，得先派调查组到当地了解经济社会、上层建筑

状况作为电影素材，然后根据素材改写成分镜头脚本，电影组再实地去拍摄。”徐志远曾参与过《佤族》、《苦聪人》、《景颇族》的

拍摄。据他回忆，第一部在云南开拍的片子是《佤族》。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从1956年11月开始，他和云南民族调查组的20多位同事经

过长途跋涉，来到云南西盟佤山，对佤族各部落，尤其是佤族王子所在的马散部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当时佤族部落有强大的火力，他们对我们又不了解，因此，我们的调查都是在警卫的保护下进行的，起夜都必须3人同行。”徐

志远说。 

  除了安全以外，调查组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语言不通。“当时给我们派了两个‘大翻译’（意即翻译水平较高——编者注），四五

个‘小翻译’，”徐志远说，每天早晨，他们带上“小翻译”到部落里做调查。“经济方面的情况比较容易翻译，没有什么困难。但是

涉及到婚姻、家庭等内容，‘小翻译’就说不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抢‘大翻译’。” 

  经过8个月的艰苦调查，调查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成立了云南电影组，谭碧波任组长，徐志远是组员，筹备《佤

族》的拍摄。 

  1957年8月，徐志远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光海等人一起来到西盟佤山马散大寨。“我和杨光海每天在山地林间奔走。”徐志

远说，由于科学纪录片强调科学性，拍摄受到季节的限制——“刀耕火种在春季，秋收在秋季，仇杀械斗、猎人头等又都没有固定的时

间。”因此，90分钟的片子，他们花了两年多才算完工。“算起来我们前后五进阿佤山，时间合适，就下去拍摄；没什么可拍了，又回

到昆明来，等下一个时间。” 

  《佤族》还没有拍摄完，徐志远等人又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苦聪人》。他说：“苦聪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编者注）族群不

大，名声不小，散居在中越边境的茫茫哀牢山中。”为了获得苦聪人的相关资料，徐志远和杨光海等人当时去了现在的金平苗族瑶族傣

族自治县翁当乡牛塘寨。 

  但是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上哪里去找苦聪人？“远远地看到前面有炊烟，赶紧过去，一走近，发现人就不见了。”正在发愁时，他

们找到了瑶族妇女邓三妹。时隔50年，徐志远仍然对邓三妹充满了感激。“邓三妹通晓苦聪语、傣语、拉祜语，当年中央访问团寻找苦

聪人，就是她带的路。”邓三妹带他们访问了很多苦聪人。 



 

  尽管条件艰苦，工作进展却十分顺利。“在原始森林里，千年的腐叶厚厚一层，蚂蟥很多，它们一沾到身上，扭着头吸血，千万不

能拔，越拔越吸得深。”徐志远说。 

  可是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哀牢山的蚊子非常多，隔着蚊帐都能咬人。杨光海被蚊子咬了，一下子发了‘神经’，跑得不见了。”徐志远说，他和另外一位

同事找了大半夜，跑遍了牛塘寨和附近的寨子也没有找到杨光海。“后来他自己回来了，但把我们吓得不轻。跟昆明方面汇报情况后，

他们指示我们立刻停止工作，马上回昆明，杨光海回北京治疗。” 

  在北京，杨光海被确诊为“神经性虐蚊”，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回到昆明后，又疗养了一个多月才继续到哀牢山拍摄。《苦聪

人》从1959年下半年开拍，一直到1960年4月结束，徐志远与杨光海七进哀牢山，成为民族志电影拍摄过程中时常被提起的经典故事。 

  在物资缺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胶片，需要用外汇向民主德国购买。因此，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个

详细的计划，尽量减少胶片的浪费。到60年代初，受到经济状况影响，胶片更加稀少，国内各种片子的拍摄计划都要压缩。尽管如此，

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齐燕铭认为：“可以少拍点别的，保证这个工作进行。”“这些片子比公式化概念化的艺术片好，有教育意义。

与其拍公式化的艺术片，还不如拿胶片来拍少数民族历史生活纪录片，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的寿命比其它的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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